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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秦巴山区“三生”空间时空演变及“三生”用地占比影响因素，为区域协调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矛盾以及推动县域城乡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 以秦巴山区为例，综合运用空

间分析、转移矩阵等方法定量测算“三生”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构建“三生”用地占比评价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运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影响“三生”用地格局的主导驱动因子并解析其交互作用机

制。  ［结果］ ①秦巴山区“三生”空间格局呈现“生态增加，生产减少，生活快速扩张”的演变趋势。  ②秦巴

山区土地利用呈现“结构稳定，内部剧变”的时空格局，2010 年后变化显著。  ③秦巴山区“三生”用地综合指

数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态势。  ④人口密度是普适性主导因子，而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关键调控变量，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生态保护修复双向调节生产与生态空间。森林覆盖率构成生态空间的基底，生活用

地扩张与环境污染状况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结论］ 在生态保护区严格执行生态红线管控，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在城镇发展区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空间布局。通过财政投入的精准导向，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

优化调整。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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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at county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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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PL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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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land use composition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a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thods］ Taking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as a case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LES wa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integrating 
spatial analysis with a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PLES land use composi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detector model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dominant 
drivers of PLES patterns and to analyze their interaction mechanisms. ［Results］ ① The PLES pattern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showed a trend of expanding ecological space， shrinking production space， and 
rapidly growing living space. ② Land use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exhibited a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overall structural stability with intense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after 2010. ③ The 
comprehensive PLES index was higher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and lower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④ Population density was a universal dominant factor， while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served as a 
key regulatory variable， regulating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initiatives. Forest coverage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land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lusion］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s， strict enforcement of ecological redlines is essential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In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controlled 
and spatial layouts optimized. Targeted fiscal investment guidance is crucial for optimizing the land use structure. 
Future efforts should strengthen planning guidance and policy safeguards. 
Keywords：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detector； land use；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2020 年底，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这

一成果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

第 1 项——消除贫困，更体现出中国在扶贫领域的

重要进展。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城乡结构正由“二元”转变为“融合”“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求持续完善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协调国土空间规划是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1］。在此背景下，城乡地

域系统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正经历重构

与演变。“三生”空间是开展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治理

的 3 个维度［2］，揭示了人地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与

作用机制［3］。

土地利用转型让土地要素作为城乡发展的连接

点［4］。合理的土地利用转型促进城乡空间布局优化，

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与公共服务，加速城乡融合发

展［5］。此外，土地利用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呈正相

关［6］。而“三生”空间正是对土地多功能性的深化与

中国化实践，“三生”空间演变的本质是土地利用转

型［7］。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人口和经济的融合，更是

社会、空间和生态等维度的融合［8］，其目标在于城乡

功能互补、居民福祉均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

此，应因地制宜谋发展，加快生产要素流动，以产业

发展驱动生产空间的重构与效率提升［9］。以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为首要任务，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

设施建设，进而实现生活空间布局优化［10］。县域是

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助推器”［11］。“三生”空间现有研究集

中于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12-13］、空间冲突及优化建议

等［14-15］方面，研究尺度涵盖国家［16］、省域［17］、市域［18］、

县域［19］、单一乡村［20］、平原等［21］，但仍存在局限与不

足。现有研究往往将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的影响

因素割裂看待，忽视城乡要素流动对“三生”空间格

局重塑的关键驱动作用。此外，还缺乏对跨省区域

内县域单元的综合性探讨，难以支撑跨省域的协同

治理。

秦巴山区既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的分界线，又

是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水源命脉。同时，该地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

和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是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其内部面临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任务。因此，对该区域开展“三生”空间研究

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本研究通过探讨秦巴山区

“三生”空间现状及其成因，提出空间布局优化对策

建议，为解决城乡发展差异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秦巴山区位于中国中部地区（103°44′—113°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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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9′—34°38′N），横跨陕、甘、豫、鄂、渝、川，共下辖

18 市 81 县（市、区），总面积约 2.25×105 km2，是秦岭

与大巴山的交会地带（图 1）。秦巴山区以山地丘陵

为主，间有盆地；气候类型多样，垂直变化显著；水系

发达，径流资源丰富。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6.22×1011 元提升到 2022 年为 1.44×1012 元，但经济

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

中 心（https：∥www. resdc. cn/）获 取 的 2000，2010，
2020，2023 年 1 km×1 km 分辨率的中国土地利用遥

感监测数据。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并结合秦巴山区的实际情况，划分

土地利用类型（表 1）。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青

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研究

区各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经

整理得出县域面板数据。

“三生”空间的本质是对土地主导功能的界定。

一块土地可能同时具备生产、生活或生态的多种功

能，但其主导功能决定了其在宏观空间格局中的分

类归属。因此，从土地利用类型到“三生”空间的转

换，核心是判断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所承载的“三

生”功能中的主导功能。

2.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阐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的方向和数量以及结构特征，反映各地类之间的相

互转化关系，从而识别转移前后不同地类的结构特

征。其意义在于直观呈现在某时间段一定区域内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

2.2.2　土地利用动态度及结构差异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数量变化等方面。其中，土地数量变化可用土地利

用动态度呈现，包括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

地利用动态度。

通过对研究区土地利用时空分异做定量分析，

得出结构差异度系数（ct）。基于欧氏距离度量研究

区两时点间差异，且 ct越大，结构差异性越大。计算

公式为

ct = ∑
i = 1

n

( )Pbi - Pai
2

（1）

式中：i 为土地利用类型；Pai和 Pbi分别为研究期初期

和末期第 i 类地类占总体比重；t 为不同研究时段。ct

分为微小差异（0<ct≤0.25）、一般差异（0.25<ct≤
0.50）和显著差异（0.50<ct≤1）。
2.2.3　“三生”用地综合指数

“三生”用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取决于人类对土地

开发利用的程度。王思远等［22］从生态学角度提出土

地利用程度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不同的土地利用类

表 1　“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功能分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land use functions in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功能分类

一级地类

生产用地

生态用地

生活用地

二级地类

农业生产用地

工矿生产用地

林地生态用地

草地生态用地

水域生态用地

未利用地生态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

农村生活用地

土地利用类型的二级分类

水田、旱地

其他建设用地

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其他林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地

裸土地、裸岩石质地、其他未利用土地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19）
1822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 1　秦巴山区数字高程模型

Fig.1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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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成未利用土地级、林草水用地级、农业用地级和

城镇用地级 4 级，并设定分级指数（表 2）。

研究区的“三生”用地利用程度以“三生”用地综

合指数来表达，计算公式为

Lj = 100 × ∑
i = 1

n

A i × Ci （2）

式中：Lj为“三生”用地综合指数； Ai为第 i 级“三生”

用地分级指数； Ci为第 i 级“三生”用地分级面积百分

比； n 为“三生”用地分级数。

ΔLb - a = Lb - La

   = 100 × 







∑

i = 1

n

A i × Cib - ∑
i = 1

n

A i × Cia （3）

式中： ΔLb-a为“三生”用地综合指数变化；Cia和 Cib分

别代表 a 时期和 b 时期第 i 级“三生”用地分级面积百

分比。根据该公式可计算“三生”用地利用的程度变

化量。ΔLb-a>0，表示该区域的“三生”用地利用处于

发展时期；反之，则处于调整期或衰退期。

2.2.4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23］提出的一组探测地

理空间分层异质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

为确定最佳的分层方法和分层数量，本研究采用最

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主要应用分异及因子探测

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24-25］。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认为，“人”和“地”通过

复杂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动态开放的巨系统，而“三

生”空间是人地相互作用最直接的空间体现和物质

载体。任何一个核心驱动力都会协同作用于生产、

生活、生态 3 个子系统，并且研究区资源环境要素的

空间分异性相对较小。基于此，本研究参考相关文

献［26-28］，考虑指标的系统性和可获取性，从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空间融合 5 个维度选

取 12 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表 3）。

3　结果与分析

3.1　秦巴山区“三生”空间时空演变特征

3.1.1　时空格局演变

研究结果表明，2000—2023 年，研究区生产用

地面积减少 2.73×103 km2（图 2），其原因在于该区

域持续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农业结构不断调整，

部分农田转为生态或建设用地。农业生产用地主要

分布在秦巴山区的河谷、盆地和地势较平坦的区域，

如汉江谷地、嘉陵江上游河谷等。这些地区土壤肥

沃、水源充足，适合耕作，在空间上呈带状或片状分

布，与河流走向一致。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增长迅速，

表 2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Table 2　Grading index of land use intensity

类  型
未利用地级

林草水用地级

农业用地级

城镇用地级

土地利用类型

未利用地

林地、草地、水域

耕地

城镇、农村、工矿

分级指数

1
2
3
4

表 3　秦巴山区各县“三生”用地占比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land in counties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维度层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空间融合

指标层

X1城镇化水平

X2人口密度

X3人均 GDP
X4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X5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X7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X8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X9森林覆盖率

X10 PM2.5浓度

X11人均耕地面积

X12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属性

+
+

+
+
+

-
+
+

+
-

+
+

计算方式

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

地区总人口/地区总面积（人/km2）

国内生产总值/地区总人口（万元/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区总人口（万元/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总人口（万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住户存款余额/地区总人口（万元/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区总人口（万元/人）

林地面积/地区总面积（%）

每立方米当量直径≤2.5 μm 的悬浮颗粒物含量（μg/m3）

耕地面积/地区总人口（m2/人）

建设用地面积/地区总人口（m2/人）

注：属性一栏“+”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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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10—2023 年该地类增长幅度达 428.5%。伴

随工业化进程提速，该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

持续加大，叠加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驱动，以及交通

网络建设催生的采石场等配套用地需求，工矿用地

实现快速扩张。该地类集中分布在城镇周边、交通

干线附近和资源富集区。由于秦巴山区生态功能重

要，工业生产用地规模较小，多位于河谷平原或山间

盆地，空间上呈点状或集群分布。总体上，2010—
2023 年 生 产 用 地 面 积 变 化 幅 度 较 2000—2010 年

更大。

研究区生态用地面积从 2000 年的 1.58×105 km2

增加至 2023 年的 1.60×105 km2，增加 2.31×103 km2。

2000—2023 年生态用地主要扩张地类为林地和水

域，增加面积分别为 2.35×103 km2 和 725 km2。林地

广泛分布于秦巴山区的山地和丘陵地带，特别是海

拔较高的区域，如秦岭主脊、大巴山腹地。林地覆盖

率高，呈连续大片分布，是主要的生态屏障。水域沿

河流、湖泊和水库分布，如汉江、丹江口水库、嘉陵江

等流域，呈线状或面状特征，多位于河谷低地。在空

间上，与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相邻。在绿色政策的

推动下，公众环保意识提升，对生态服务功能的需求

增加，因而区域的生态修复加强。草地面积呈先增

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面积累计减少 801 km2，主要原

因是部分草地在封育措施下自然演替为灌木林或乔

木林，同时过度放牧导致草地退化以及造林工程中

对草地的主动清除。草地常与林地交错，呈斑块状

分布，空间上较分散。而未利用地呈零星点状分布，

面积较小，常位于人类活动稀少的偏远地带。

研究区生活用地面积自 2000 年的 1.50×103 km2

上升为 2023 年的 1.95×103 km2，累计增加 445 km2，

增幅为 29.7%。2000—2023 年城镇和农村生活用地

持续扩张，面积变化尤为明显，2000—2010 年面积分

别 增 大 25.7% 和 3.4%，2010—2023 年 分 别 增 大

42.2% 和 16.1%。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生活用

地扩张速度较快。城镇生活用地集中分布在河谷平

原、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呈团块状或带状扩展，空

间上与工业生产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相邻。而农村

生活用地分散在农业生产用地附近，沿道路、河流或

山谷分布，形成村落或乡镇，呈点状布局。农村居民

点存在无序蔓延的困境，大部分农村居民点邻近耕

地，反映出小农经济模式下生产与居住紧密关联的

传统属性。与此同时，生活用地的增速远超生产与

生态用地，且城镇用地扩张快于农村，凸显土地供给

紧张与城镇化提速的冲突。

3.1.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

研究区 2000—2010 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小，

各类用地的转入转出面积较小，变化面积为 1.23×

103 km2，主要表现为林地、草地、水域面积的增加以

及农业生产用地面积的减少，工矿生产用地、未利用

地和生活用地功能类型的转变不明显；研究区 2010

图 2　2000—2023年秦巴山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现状

Fig.2　Land use status of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2000—2023）

370



第  2 期 李晨曦等：城乡融合背景下秦巴山区县域“三生”空间时空演变

—2023 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大，各类用地的转入

转出面积较大，变化面积为 9.71×104 km2，主要表现

为工矿生产用地、林地和水域面积的增加以及农业

生产用地和草地面积的减少（图 3）。

2000—2023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明显变

化 。 农 业 生 产 用 地 转 出 面 积 较 大 ，转 出 面 积 为

3.39×104 km2，大部分转为林地、草地和水域，其次

是生活用地。另外，工矿生产用地的转出面积为

83.0 km2，转入面积为 673.0 km2，其总面积增加。生

态 用 地 由 1.58×105 km2 增 加 至 1.60×105 km2。 其

中，转入面积变化最大的是林地生态用地，转入面积

共计 3.24×104 km2，占转入总面积的 33.3%。同时，

转出面积变化最大的是草地生态用地，转出面积共

计 3.05×104 km2，占转出总面积的 31.3%。

2010 年后秦巴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加剧。低效耕

地持续向林地转换是政策的核心体现，而生活用地

和工矿用地的扩张则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草地面积在后期减少，揭示了生态修复过程中林草

结构的动态调整及可能面临的退化压力。

3.1.3　土地利用动态度及结构差异

研 究 区 在 2000—2010 年 、2010—2020 年 和

2000—2023 年的结构差异度系数均小于 0.25，故结

构差异微小，表明该区域在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结构

总体趋于稳定，其原因在于秦巴山区以山地为主，

适宜大规模开发的土地稀缺。从土地利用动态变

化（图 4）来看，3 个时段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分

别为 0.027%，1.666% 和 0.941%。工矿生产用地和

城镇生活用地的动态度高，位列前二，但只能集中

在有限河谷盆地，难以全面铺开。林地生态用地和

草地生态用地的动态度低，位列末尾，因为该地类

多位于陡坡地带，受开发限制，具有天然稳定性。

作为长江和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研究区生态

保护政策严格限制大规模开发，抑制了生态用地的

转化。

3.1.4　“三生”用地综合指数变化特征

根 据 研 究 区 实 际 情 况 ，采 用 自 然 断 点 法 ，将

2000，2010，2020，2023 年县域“三生”用地指数划分

为 5 个等级：低利用程度区、中低利用程度区、中利用

程度区、中高利用程度区和高利用程度区。

生产用地指数呈现“西高东低”格局（图 5）。西

部四川盆地边缘（如仪陇县、苍溪县）生产用地指数

显著高于东部鄂西、豫西山区，反映了地形条件与农

业资源禀赋的差异。高利用程度区多呈团状分布，

如南阳市西部、广元和巴中，形成农业经济板块，具

备区域协同发展基础。低值区多与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水源涵养区重叠，如太白县、丹江口市，生态红线

严格限制农业扩张。

生态用地指数呈“西低东高，南低北高”的态势

（图 6）。西部四川盆地和南部南阳盆地周边生态用

地指数较低，说明开发强度大。东部秦岭核心区和

北部秦岭山区生态用地指数高，说明生态保护强度

大。部分区域指数显著上升，如淅川县、南召县、巴

州区，主要是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力度高，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太白县、留坝县受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生

态用地指数持续处于高位。

生活用地指数“北高南低”格局明显（图 7）。高

值与中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和交通枢

纽，如汉台区、利州区、茅箭区等，凭借区位和交通优

势，生活用地指数显著高于周边。然而，在秦岭、大

巴山核心腹地的绝大多数县域，如太白县、留坝县、

佛坪县等，生活用地指数极低且常年停滞，城镇化进

程整体缓慢，城镇发展空间极为有限。

图 3　秦巴山区土地利用转移桑基图

Fig.3　Sankey diagram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图 4　秦巴山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动态度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land use dynamic degree for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 in Qinling-

Daba Mountain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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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县域“三生”用地综合指数整体呈现

“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8）。西部

地区及南阳盆地受成渝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辐射带

动，兼具地形平坦与政策倾斜优势，因此土地开发强

度较高。而东部及陕南、陇南地区受生态约束强、地

形复杂等因素限制，开发程度普遍较低。

高利用程度区集中分布于四川盆地北缘、南阳盆

地等经济较发达区域，以镇平县、仪陇县、苍溪县等为

代表，其主要特征在于区位优势显著，紧邻中心城市，

人类活动密集，经济集聚效应明显，但所面临的生态

环境压力较大。中高利用程度区包括鲁山县、利州

区、朝天区等，主要位于区域中心城市周边或交通干

线沿线。该类区域地势较为平缓，基础设施较为完

善，经济活力较强，但土地利用效率仍可提升。中利

用程度区分布于秦巴山区腹地及河谷平坝地带，如汉

中盆地边缘、南阳盆地西部和重庆东北部，典型县域

图 5　秦巴山区县域生产用地指数

Fig.5　Productive land use index at county level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图 6　秦巴山区县域生态用地指数

Fig.6　Ecological land use index at county level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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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嵩县、竹山县、城口县等。这些区域地形条件适

宜农业，但产业结构层次偏低，易受自然灾害影响。

中低利用程度区多分布于低山丘陵过渡带，如豫西伏

牛山区、鄂西北山地和陕南部分地区，卢氏县、郧阳

区、宁陕县等属于此类。该类区域虽具备一定农业基

础，人类活动与生态保护并存，但远离经济中心，经济

转型困难。低利用程度区集中分布于秦巴山区核心

生态保护区，如太白县、留坝县、郧西县等。这些区域

地形复杂、海拔较高，生态敏感性突出，普遍面临人口

“空心化”问题，发展高度依赖生态补偿与绿色产业。

“三生”用地综合指数与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呈正

相关。高利用程度区和低利用程度区均具有辐射带

动作用，促进或抑制周围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程度。

此外，2000—2010 年秦巴山区 22.2% 县域处于发展

图 7　秦巴山区县域生活用地指数

Fig.7　Living land use index at county level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图 8　秦巴山区县域“三生”用地综合指数

Fig.8　Composite index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land use at county level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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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而 64.2% 县域处于调整/衰退期。2010—2023
年秦巴山区 48.2% 县域处于发展时期，而 49.4% 县

域处于调整/衰退期。高利用程度区以发展期主导，

但分化明显；中利用程度区以调整期为主，表现为局

部发展；低利用程度区以调整/衰退期为主。总体

上，调整/衰退期县域较多，发展期县域比例上升。

3.2　秦巴山区“三生”用地占比的影响因素

3.2.1　单因子探测分析

表 4 表明，研究区生产用地占比的因子解释力

排序为：q（X2）>q（X9）>q（X8）>q（X12）>q（X10）>
q（X4）>q（X1）>q（X3）>q（X11）>q（X6）>q（X7）>
q（X5）。其中，人口密度、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支出的解释力均超过 40%，表明这 3 个因

子是关键因素。人口密度越高，社会生产活动越集

中。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易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严格

管制，即便能够开发，也会因高昂成本和潜在风险而

搁置，进而抑制生产用地的扩张。而人均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支出影响显著，表明政府可能通过基础设

施建设和大规模产业投资调控生产用地。

研究区生态用地占比的因子解释力排序为：

q（X ₂）>q（X ₉）>q（X ₈）>q（X ₁ ₀）>q（X ₁ ₂）>q（X ₄）
>q（X ₁）>q（X₁₁）>q（X₆）>q（X₇）。其中，人口密度、

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解释力

均超过 40%。一般而言，人口密度越高，生态用地占

比越低，表明人口集聚会显著减少生态空间。森林

覆盖率影响显著，进一步显示了研究区生态环境质

量极佳。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实施环境污染治

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推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同时，人均 GDP 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无显著影响，说明单纯追求 GDP 增长或刺激消费并

不能保护好生态空间，表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离不

开政策导向。

研究区生活用地占比的因子解释力排序为：

q（X2）>q（X8）>q（X11）>q（X10）>q（X7）>q（X12）

>q（X9）>q（X1）>q（X6）>q（X3）>q（X5）>q（X4）。

其中，人口密度解释力最强，说明人口密集地区对居

住空间需求大，生活用地占比通常较高，反映出城乡

融合中人口集聚对生活空间扩张的驱动作用。人均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人均耕地面积和 PM2.5浓度

的解释力均超过 50%。政府支出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配套等方式直接影响生活用地配置。

而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生活用地占比可能较低，

体现出土地资源分配中的冲突。城镇生活用地集

中，往往伴随较高污染水平，反映出生态约束对生活

空间布局的影响。

3.2.2　交互因子探测分析

从生产用地占比的影响因素来看，X2∩X11的交互

解释度最大，为 0.914，表明人口密度越高，耕地资源

越紧张。X1∩X2，X8∩X9，X2∩X9，X2∩X3的交互解释度

均大于 0.8，说明人口密度、森林覆盖率和政府支出等

关键因子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而 X7与 X9的交互作用

呈单因子非线性减弱，表明生态约束决定生产用地

格局，而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代表潜在的消费与投资

能力，趋于投入回报率高的生产性领域，使得生产用

地扩张，由此对森林覆盖率产生影响。

从生态用地占比的影响因素来看，X2∩X11的交互

解释度为 0.922，在所有交互对中最强。反映出在人

多地少的区域，各类用地竞争异常激烈。耕地的保

护压力会进一步挤压生态用地。X1∩X2 的交互解释

度为 0.837，交互作用强。城镇化与人口密度本质上

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侧面，它们的强交互作用共同构

成对生态用地的挤压效应。总体上，人口密度、森林

覆盖率和政府支出这 3 个关键因子之间存在着强烈

的交互作用。

从生活用地占比的影响因素来看，X2∩X12 的交

互解释度最大，为 0.982。表明人口密度和人均建

设用地面积共同作用增强生活用地占比的解释力，

反映出人口集聚直接驱动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居

住用地的增加。同时，建设用地配置进一步吸引人

口集中，形成正向反馈循环。X2∩X10 的强交互作用

表明人口密集地区往往伴随高 PM2.5 浓度，生活用

表 4　秦巴山区各县“三生”用地占比单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4　Single-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for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land in counties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驱动

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Y1生产用地占比

q1

0.227（***）
0.565（***）
0.124（***）
0.249（***）
0.078（***）
0.103（***）
0.101（***）
0.405（***）
0.468（***）
0.274（***）
0.112（***）
0.275（***）

Y2生态用地占比

q2

0.221（***）
0.622（***）
0.112（—）

0.245（***）
0.068（—）

0.135（*）
0.127（**）
0.409（***）
0.472（***）
0.317（***）
0.128（***）
0.267（***）

Y3生活用地占比

q3

0.436（***）
0.833（***）
0.199（***）
0.115（***）
0.181（***）
0.407（***）
0.470（***）
0.620（***）
0.442（***）
0.518（***）
0.568（***）
0.469（***）

注：*，**，***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

“—”表示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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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比高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需平衡居住需求与

生态保护。X2∩X9 和 X8∩X9 的交互作用表明人口密

度、政府支出与森林覆盖率协同影响生活用地，政

府支出可能通过生态补偿或绿化项目调节生活空

间布局，而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会限制生活用地无

序扩张。因此，秦巴山区“三生”用地占比影响因素

交互作用普遍较高，且均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

强（图 9）。

4　结 论

（1） 秦巴山区“三生”空间格局呈现“生态增加，

生产减少，生活快速扩张”的演变趋势。生态用地持

续增加，主要得益于退耕还林和水域保护，但草地退

化需加强修复。生产用地因农业结构调整而缩减，

工矿用地急剧扩张。生活用地快速增长，城镇扩张

快。应优化城乡布局，遏制无序蔓延，促进土地集约

利用。

（2） 秦巴山区土地利用呈现“结构稳定，内部剧

变”的时空格局，2010 年后变化显著。生态用地主导

的土地利用结构稳定，但内部流转剧烈。工矿用地

动态度高，扩张迅速；城镇用地次之，反映出城镇化

压力，但结构保持稳定。应巩固林地成果并加强草

地修复，对工矿用地实施严格的准入与生态监管，并

引导城镇在有限空间内集约发展。

（3） 秦巴山区“三生”用地综合指数呈“西高东

低、南高北低”的态势。生产与生态用地呈明显的空

间互补关系，西部盆地及南阳盆地为生产-生活核心

区，而东部秦岭腹地则为生态核心区。县域发展两

极分化，近半数县域在 2010 年后进入发展期，但低利

用程度的生态核心区面临“空心化”风险。人类活动

高度集聚于河谷盆地，导致高值区生态环境压力巨

大。应在西部优化集约发展，在东部强化生态补偿

与绿色产业发展，并对高值区设定开发强度上限，以

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4） 人口密度是普适性主导因子，而政府财政支

出作为关键调控变量，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生态保

护修复双向调节生产与生态空间。森林覆盖率构成

生态空间的基底，生活用地扩张则受环境污染状况影

响。因此，政策上需在人口密集区严格管控建设用

地，在生态功能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生态补偿，

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对用地转换边界实施刚性约束。

5　建 议

（1） 秦巴山区腹地等生态用地高值区应严格实

施生态红线管控，坚持以封育和自然恢复为主导，巩

固退耕还林成果，并对草地流失区域开展针对性修

复。在汉江谷地等生产-生活核心区，需设定城镇开

发强度上限，严格限制工矿用地无序扩张，引导其向

环境承载力较高区域集中布局，缓解生态压力。

（2） 秦巴山区西部盆地等生产用地高值区应推

进低效耕地整合与农业结构优化，减少与生态用地

的冲突。同时，应控制农村居民点无序蔓延，引导其

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城镇建设应优先利用存量土

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以应对生活用地快速增长带

来的压力。

（3） 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调控功能，在生态

功能区加大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在生产区投资基

础设施以促进集约化。重视人口密度与资源环境之

间的核心矛盾，在人口密集区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人

口有序流动，缓解土地资源承载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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